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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走朱子之路
近年，朱子学界兴起走朱子之路，成为 朱子学
现代化和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 半个世纪前我
就开始这样做，是我学术的起点和特点，成就了我
一生的学术事业和文化追求。
1975—1976 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批林批孔”阶
段，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厦门集美农场劳动
改造。 1976 年初，干校在插下早稻秧苗后，决定利用
至收稻子的这段时间“开门办学”，兵分两路至闽西
革命老区和闽北朱熹家乡实地“批林批孔”。 朱熹是
与孔子后先相继的同等级别的人物，中国传统儒学
被称为“孔朱学”，朱熹生老、学术大都在闽北。 当时
的口号是北方批孔、南方批朱。 50 多名学员只有四
人报名到闽北，即我和中文系教授周祖譔、历史系
教授李家田、干校校长（中共历史系总支书记）王金
海。
我们首站到达闽北建阳──当时地 区行政公
署在建阳，即现在的南平市辖区。 地区官员张木良
先生是中文系周祖譔教授的学生， 由他安排行程，
畅通无阻。 在建阳，我们考察到南宋理宗皇帝题书
的象征闽学的“考亭书院”石坊（大半淹没在电站水
库里，现在该石坊是从水库搬迁上来的）和黄坑朱
子墓。 墓地离建阳城区 50 多公里，在深山老林，请
农民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小路才能进去观察。 高大
的树林多被砍伐，歪倒的墓碑题曰“宋先贤朱子、夫
人刘氏墓”，墓有被盗挖的坑穴。 在武夷山，我们看
到五曲大隐屏峰下朱熹所建的武夷精舍仅剩 一面
土墙，其址为海军医院；我读民国年间佛教界印行
的《蒋叔南游记》发现其中有武夷山朱熹创建的武
夷精舍照片， 是迄今见到的武夷精舍最早的照片，
是后来修复武夷精舍（紫阳书院）的照片依据。 在崇
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民国崇安县长詹继良重修
的朱熹紫阳楼仅存残墙断壁。 在建瓯，我们看到朱
熹第 16 代孙朱玉据“元本钩摹”的朱熹“对镜写真
题以自警”石刻碑，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改变了我这
次 行 程 的 目 的，由“批 朱”变 为 暗 暗 地 保 护 朱 熹 文
物、搜集朱熹事迹。 因为朱玉所据之“元本”已经失
传，这块石刻碑至为珍贵。 建瓯是朱熹长子朱塾繁
衍之地，为朱熹后紫阳朱氏之正宗，这里朱熹遗 址
多处（种），有博士府等。 本应接任最后一个博士的
朱熹第 26 代孙朱庆珪（有说是朱茂珪）先生当时接
待了我们，他当时任职于建瓯第一中学。 此石刻碑
原在朱姓族长家里，朱姓们由此不断换新拓片至家
供奉，由于“批林批孔（朱）”的恐惧，把它丢在乱石
堆里。 我们建议把它作为文物保存起来，藏于建瓯
博物（文化）馆。 不久，该馆火灾烧毁。 现在该博物馆
存放的是毁后据拓片仿刻的。 此石刻碑至今辗转流
传， 诸书印出的皆不注明是毁后据 拓片仿刻的 赝
品，大都讳而不言原始出处。 朱熹“对镜写真题以自
警”石刻我见过数个版本，如福州鼓山涌泉寺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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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江西婺源文公祠、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朱熹
“对镜写真题以自警”石刻碑，似是而非，皆非朱玉
据“元本钩摹”真迹。 而真迹的左下角有少许破损，
其余完美，这是直观区分真假的一个标志。 我保存
的此石刻像片，是我在建瓯朱熹长子朱塾之后裔处
见到摄影和拓片的， 首次发表于 1982 年 7 月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张立文的 《朱熹思想 研
究》扉页上，其次是我于 1987 年 9 月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朱熹事迹考》一书。 1982 年 8 月，我在
杭州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所作的《朱熹在福建事
迹考释》的发言，引起与会最知名朱子学专家陈荣
捷、邱汉生、邓艾民、刘述先、山井涌等注意，谓考察
朱熹事迹“乃是走一条新路”（陈荣捷语）。 在台湾撰
写出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完成》的著名朱子
学家刘述先教授，当时评论说：
接着由厦门大学的高令印先生报告。 他在福建
做过有关朱子事迹的调查工作：包括遗址、手迹、画
像等。 最有意思的是，朱子生平多才多艺，曾经揽镜
自画，后来依据画像造成雕塑。 如今找到的五个雕
像，其中有四个是依据画像雕塑的，还有三个十分
完好。 同时，他指出多利用地方志的资料也不失为
研究之一途。 [10]
当时发现的还有三块，破损不好辨识，年代都
是这块石刻碑之后。
这次我们在闽北两个多月，对朱熹所到之处的
建阳、建瓯、崇安，以及福州、泉州、漳州、同安等地
进行了考察。 后来，学校恢复正常教学活动，有两次
再赴上述诸地考察。 几次合起来有半年的时间，获
得了许多实物照片和方志抄件。
后来，我每年都有一两次到闽北参与朱子学的
学术活动，特别是在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
遗产过程中，朱子学是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应邀
参与搜集整理朱子学材料，以及后来应邀到武夷学
院研究讲学，合起来在武夷山又集中住了半年多的
时间。
同时，我利用各种外出的机会到福建、江西、浙
江、安徽、江苏、湖南等朱熹所到之地考察，到北京、
西安、成都等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几乎每年数次
外出到全国各地参加学术活动，看到有关朱熹的文
献资料即搜集起来，并广泛阅读有关地方志、乡土
志、族谱、家乘，以及游记、金石、别集等。 1982 年 8
月底，我在苏州图书馆看到的 22 卷 13 册的《新 安
月潭朱氏族谱》， 对我考证朱熹远祖籍贯邹鲁提供
了重要线索和材料。 因为有关朱熹事迹的文献不断
发现，我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索取搜集。
此外，1983 年 8 月、1986 年 3 月、1989 年 2 月，
先后陪同陈荣捷、刘述先、山井涌等考察朱熹事迹，
又获得许多朱熹的事迹文献资料，并得到这些知名
朱子学家的解说、指导，受益匪浅。
我在各地考察朱熹事迹的过程中， 随手抄录、
搜集、购买各种有关朱子学的文献资料。 主要有《朱
熹 在 闽 北 活 动 调 查 材 料》（笔 记，1976 年 5、6 月）、
《壬戌夏秋访古记》（手抄，1982 年 4-10 月）等。 《壬
戌夏秋访古记》中有北京、上海、西安、成都、苏州、
建瓯、福州和福州师大、厦大等图书馆抄录的朱子
学书目、谱志摘要等。
1980 年初， 我在崇安县考察朱熹事迹期间，结
识了当地文化界耆宿王练予先生。 他自撰自刻（腊
纸）油印期刊《武夷山资料》，惠赠 1980 年 1 月印的
1-3 期的合订本。 他明确告诉我，武夷山之宝除山水
外是朱熹和茶。 这是他撰写《武夷山资料》的宗旨。
当时“批林批孔（朱）”刚刚结束，王先生有这种理念
是了不起的。 他很有学识，此资料的内容也很深广，
很多是其经验的积累，文献上是没有的。 文字也很
精彩。 此三期资料合订本，约有 50 页，50000 字，至
为珍贵，已具有文物价值，笔者至今珍藏。
在崇安县五夫看到刘氏家藏族谱《刘氏宗谱》，
清光绪三年（1877）重修印本，为刘氏忠贤堂传家之
宝，凡九卷。 卷一为遗像。 由始祖以降至南宋四五十
幅。 山图若干。 像赞为朱熹、胡宏、胡宪、张栻、吕祖
谦、黄榦、蔡元定、蔡沈等人所撰，多是这些理学家
的佚文。
这一时期，我开始撰文论述朱熹在庆元党禁时
期到各地避难的问题，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如台
湾知名学者韦政通于 1992 年 5 月在台北 “中央研
究院”的演讲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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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朱熹避难的情形，以往所知甚少，高足又
是女婿的黄榦，在《朱子行状》中且说，朱熹在学禁
期间， 始终在建阳考亭日与诸生讲学于竹林精舍。
执教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的高令印先生，根据福建地
方志和新出土的朱子墨迹，考证出朱熹不但在考亭
附近的闽北避难， 还逃到遥远的闽东等地避难，前
后到过古田、长乐、长溪、黄崎山、闽清、连江等地。
有时且照样授徒讲学。 这不仅纠正了《行状》所言，
也证实了《福建通志》中“避迹无定所”的说法。 [11]
福建以至浙、粤等东南沿海一带历史上有关文
献，反复讲自己是“海滨邹鲁”。 一般认为，理所当然
地是指朱子学发源和盛行于福建， 其实是不确切
的。 我在福建地方文献清蒋垣著述中查到，“海滨邹
鲁”为朱熹榜书于福州西关谯楼：
福 州 当 理 学 将 兴 之 日，陈 季 慈、陈 古 灵、周 公
辟、郑宏中四先生相与倡明道学于天下，称为“海滨
四先生”。 德动朝廷，遂召陈季慈为国子直讲，而林
文昭、黄勉斋继之，儒道大行。 故吕东莱诗云：“路逢
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兄弟；最忆市桥灯火静，巷
南巷北读书声。 ”朱子当时见诸儒辈出，大书“海滨
邹鲁”四个大字，匾于西关谯楼。 则“海滨四先生”实
振古人豪爰掺道化之始，以丕变旧俗，遂使闽邦荒
裔得与圣人之居并传千古。 [12]
闽中学者侯官人陈季慈、陈古灵、周公辟、郑宏
中与胡瑷、孙复、石介往来朝廷，倡导新儒学，又倡
道于闽中， 被称为在闽首倡新儒学的 “海 滨四先
生”。 上引清蒋垣又说：“宋初‘海滨四先生’与安定
胡氏诸公同时倡道，有鲁一变之风。 ”朱熹给予“海
滨四先生”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儒学是孔孟之
道，所以题书“海滨邹鲁”。 “海滨邹鲁”榜书始于朱
熹。 “海滨”取之于“海滨四先生”，而“邹鲁”当时主
要指“四先生”的思想，此后指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整
个东南沿海的儒学思想。
近现代学者对宋明新儒学、理学也有不同的说
法。 知名朱子学家刘述先在其《论儒家哲学的三个
大时代》中，有“‘新儒家’的名称”一节，专门用大量
笔墨拐弯抹角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新儒家”名称最
早 见 于 公 开 出 版 的 书 刊 是 冯 友 兰 1926 年 出 版 的
《人生哲学》， 而冯氏于 1934 年出版的 《中国哲学
史》，又认为“新儒学”名称不妥，改用“道学”。 卜德
翻译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 于 1952─1953 年出
版，把“研究‘道’的学派”改译为“宋明理学”，再转
译回中文为“新儒家”。 因此，“‘新儒家’的名称”是
“外转内销”。 此后（1952─1953），“新儒家”名称遂
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广泛认同和应用。 [13]
其实， 这是个非常简单而 明确的问题。 约在
1920 年，闽籍 儒学家辜 鸿铭（1856─1928 年）就 十
分明确地把“宋代儒学”称为“新儒学运动”。 辜鸿铭
在讲了先秦孔孟思想后，接着说：
为挽救流于文弱的中国文明，出现了推崇真正
的孔子学说的学派，即“宋代儒学”。 同欧洲相比，汉
代儒学相当于古罗马的旧教，而宋代儒学则类似新
教。 众所周知，在欧洲出现了马丁·路德，经他的手
创立了新教派，在中国起路德作用的是韩愈，由他
发起了“新儒学”运动。 韩愈虽然生在唐代，但从他
的行为思想来考察，他应是宋代人。 宋代的学者弥
补了唐代文化的缺陷， 努力地使中国文化 趋于完
美。 为此，他们吸收了不少佛教的东西。 大家都知
道，佛教是个有严密体系、有深刻内涵的宗教，它像
药引一样可以治疗唐代社会的疾病。 因此，当中国
社会出现不正常时，人们就皈依佛教。 ……宋代若
同欧洲比较，是一个清教派兴起的时代。 中国出现
了朱子学派，朱子是个伟大的学者，可以说是韩愈
以后的大儒。 朱子试图改变宋代儒学眼光狭窄的现
状，使其能宽容万物，精深博大。 后来，明代的王阳
明也有这个想法，不过朱子主张必须完全地按孔子
所说的办， 有些近于盲目地教人服从孔子的学说。
王阳明不然，他主张依“良知”即常识去确定自己的
行动，尔后去遵从孔子的教义。 [14]
把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应该是辜鸿铭最早
提出来的，而且他把“新儒学”运动之始追溯至唐朝
韩愈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他对“新儒学”的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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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基本点也讲到，即以儒学为主干吸取佛学中适
用的东西。 “新儒学”主要指朱子学，也包括阳明学，
合之称为宋明儒学。 辜鸿铭也似乎预示到，在宋明
“新儒学”之后会出现“现代新儒学”。 他说：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怎样从儒学 的束缚中
走出来。 我认为，可以依靠同西方文明的交流来解
决这个问题。 这倒是东西方文明互相接触所带来的
一大好处。 ……诸君不要只学其表面的东西，而要
领会它的本质，想真正地登入文化的殿堂是相当不
易的，而且不存在捷径。 [15]
在这里，辜鸿铭也有“现代新儒学”要用“儒家
学说融合会通西学的谋求现代化理论”的思维方式
的意思。 [16]当今新儒学家们所讲的儒学发展有三个
大的时代，辜鸿铭都有明确的论说。
1978 年是国家经过漫长的大规模的 “文革”动
乱之后，各个领域都开始调整，也开始“拨乱反正”
的一年。 就文化学术界说，“文革”前学者们的联系
网络已经彻底打散，有的过不了“十年批斗”这个关
而去世，剩下的“老兵残将”大都无能为力，文化学
术界的诸领域都要从头开始。 我是在这种形势下，
怀着梦想、憧憬未来进入文化学术界的。
我进入学界， 一开始就注 重保存学术 文献资
料。 厦门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从“文革”
后期就注重朱熹的事迹考察辨析与著述义理诠释，
开启了朱子学研究的新领域。 而国内外中国哲学史
界又提出当今以宋明理学为研究重心，为国家的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 特别是 1981 年 10 月的杭州全国
宋明理学讨论会，是“文革”后首次邀请海外学者参
加的学术会议，开辟出国内外研究宋明理学的大方
向。 福建是朱子学的故乡，天时地利，我们的朱子学
研究为国内外学界所瞩目。 国内外中国哲学和文化
的学术会议大多邀我出席，也参与一些较大学术专
题的研讨。 1979 年 10 月，在太原全国中国哲学史学
术会议上，我参与发起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任理
事 20 多年。 1987 年 12 月，我主持厦门大学朱子学
国际学术会议， 国内外最知名的朱子学家大 都出
席， 被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 1982 年朱子学国际学
术会后之第二次，推进了朱子学的国际化、普世化。
2011 年 10 月，经教育部、民政部批准的国家一级学
会朱子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 聘请我为名誉会长。
我参与组织这个时期福建省中国哲学、闽学、道南
学等学术机构和学术会议。 这个时期韩日和中国港
台的退溪学、 中国哲学等学术活动大都邀请我出
席。 1992 年 5 月，我应邀出席台北“中央”研究院的
朱熹学术活动，是大陆最早赴台三学者之一。 因此，
我与这个时期国内外最主要的专家学者大都有往
来。 如此，我对这个时期国内外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
究有个较全面的认识，也积累了更多的文献资料。
退休 20 多年来， 我未应聘赚钱做自己专业以
外的事，决心把自己的专业继续下去。 先是对自己
已出版、 未出版的书稿讲义进行整理， 删补加工。
1987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朱熹事迹考》，国内
外学者有的曾持之“走朱子之路”，在朱熹事迹的考
察和研究上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是书部分曾由
世界朱氏联合会创会会长韩国朱昌均译成韩文，连
载于韩国 《敬报》（第 111─113 期，1993 年 5 月─
1993 年 7 月）上。 同时，是书于 2017 年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增订本，增补三分之二的篇幅，所珍藏的朱
熹文献资料大都增补进去。 1987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福建朱子学》，发凡起例，首创“福建朱子
学”概念，把福建朱子学的问题描绘出轮廓，成为省
电视纪录片《朱熹》、福建社科联《福建社科 10 年成
就展》宣传广告的封面。 最近，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增订本，增加三分之一的篇幅。 1991 年 10 月出
版《李退溪与东方文化》一书，由韩国知名学者、首
尔大学教授李楠永译成韩文，获韩国“第 4 届退溪
学国际学术奖”（1991 年 11 月）。 此外，还出版了《朱
子学通论》《闽学志》《福建理学史》《游酢评传》《王
廷 相 评 传》《简 明 中 国 哲 学 通 史》《中 国 文 化 纲 要》
《中国禅学通史》《厦门宗教》《大众佛学读本》 等 20
多本，发表论文 300 多篇。
四、撰编《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参与的
朱子学实纪》
基于上述，我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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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有个较全面的认识。
我积累了大量的已刊未用学术文献资料、学术观点
和学术会议、学术机构的原始文件，以及与学者们
往来的书札、观点笔记、未刊稿等。 这些都是研究这
一时期朱子学术史和总结自己学术经历的重要 文
献资料。
在撰写上述著作的同时，撰编《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我参与的朱子学实纪》。 此书的目的，是想把收
集到的原始文献资料完整全部地保存下来，便于后
人研究这段学术史。 因为是把所经历和珍藏的学术
文献资料尽可能全部完整的保存下来，似乎是文献
资料的连缀、堆积。 篇幅很大，已有电子稿 2000 多
页，2600 多万字。 这么大的资料书不知是否有出版
的机会。
这部书的撰写方式和学术价值，源于梁启超所
讲的顾亭林治学方法对我的启示：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
勤。 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 但他做工
夫却再笨没有了。 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
抄书”。 （《顾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
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
为书”。 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
经勘定者，无论矣。 （《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云:“历
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
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 ”《肇域志》自
序云：“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
一史，参互书中,凡阅书一千余部。 本行不尽，则注之
旁行；旁行不尽，则另为一集，曰备录。 ”）若《日知
录》，实他平生最得意之作。 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
表他自己的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
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 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
抄而不在著。 有人问：“这样做学问法，不是很容易
吗？ 谁又不会抄？ ”哈哈！ 不然，不然。 有人问他《日
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
今人之铸钱。 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
废铜以充铸而已。 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
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承问
《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 而某自别来一
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
之铜也。 ”（同上，卷四《与人书十》）你说《日知录》这
样的书容易做吗？ 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 我们
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书难，即抄也不容易
了。 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
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 能否获得真
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 资料，从量的方面看，
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 所以资料之搜
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之七八。 明白这个意思，便
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如何。 他这
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17]
我这部书就是属于“以抄书为书”。
注释：
[10] 刘述先：《中国大陆哲学界的两难局面──杭州宋明理
学 会 议 观 感 》，《文 化 与 哲 学 的 探 索 》， 台 北 学 生 书 局
1986 年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3-64 页。
[11] 韦政通：《“庆元学禁”中的朱熹》，《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
集》 上册，台北 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1993年版，第
143 页。
[12] 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卷二。
[13] 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 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 2006 年版，第 73-75 页。
[14][15]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 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9-301 页、第 299-301 页。
[16] 方 克 立：《要 重 视 对 现 代 新 儒 家 的 研 究》，《天 津 社 会 科
学》，1986 年第 5 期。
[1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3-64 页。
(高令印：中国朱子学会名誉会长、厦门大学教
授）
008
“ ”
